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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日常生活诗学建构的四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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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于坚的诗论是其日常生活诗学的基石。在其诗论中，抚摸、神性、柔软、后退这四个关键词值得注意。

抚摸，定义了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为诗人大力创作日常生活诗歌扫除了心理障碍; 神性，体现了诗人将日常生

活升华的努力，以及对诗歌创作的虔诚; 柔软，开启了对附着在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和知识权力的清理，为日常口语

和经验常识进入诗歌提供合法性; 后退，传达了诗人对日常生活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紧张关系的密切关注。虽然这

四个词并不能涵盖于坚诗论的丰富内涵，但清晰地展示了于坚日常生活诗学建构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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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的诗论是解读其诗歌的秘钥，他的诗论中

关及日常生活创作的诗学理念，是建构其日常生活

诗学大厦的基石。由于于坚始终站在日常生活的
现场来发声，其诗论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难免有

重复、矛盾、混沌甚至偏见之处，因此，研究者不仅
要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辨析，更要从整体上把握于坚

诗论的内在逻辑。笔者此文即从于坚的诗论中提
取出抚摸、神性、柔软、后退四个关键词，结合诗歌
文本，梳理其日常生活诗学建构的脉络，从而加深

对于坚日常生活诗学的理解，把握其诗学背后的现

实关怀。

一、抚摸———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抚摸”字面义为用手来回触摸，既让人想到情
人间的亲昵，也让人想到母亲给孩子带来的温暖。

于坚最初用“抚摸”来形容人和神的和谐关系。吴
哥窟的神像“处于人伸手可触的位置”而被人们抚
摸得闪闪发亮，于坚从中看到了“人和神的关系是
亲切的，合欢的，是‘抚摸’”①，并将故宫、云冈石窟
与吴哥窟对比，指出故宫、云冈石窟因“高高在上，

威严冰冷”，拒绝了人们的抚摸，人们也不会对它们
产生敬畏②。抚摸是发自内心的亲近、尊重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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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抚摸”神像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蕴藉，达到
人与神的和谐。于坚用人与神的“抚摸”关系，来定
义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
是一种亲和的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不是要改造、

解放这个世界，而是抚摸这个世界。”③“抚摸”日常
生活，就意味着诗人不仅要正视眼前的日常生活，

更要从心理上亲近、尊重、敬畏日常生活。
“抚摸”关系的提出，针对的是日常生活被忽视
的现状，主要包括: 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
年”到朦胧诗崛起的这一历史时期，在意识形态影
响下，文学创作对日常生活的普遍忽视。二是以西
方文化资源为写作资源的诗歌创作，于坚认为这些

充斥着西方词汇的诗作只会让西方读者不以为

然①。这些西方文化资源脱离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
活，难免水土不服。这种分歧后来引发了“知识分
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三是沉溺于古
典农耕庆典的诗人创作，例如于坚认为海子等的诗

歌就是脱离了日常生活。简而言之，“抚摸”就是要
扭转受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文化知识和浪漫的古典
主义束缚而脱离日常生活的写作倾向，重建日常生

活的尊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抚摸”关系，跟传
统文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历代文
人都有有浓厚的入世情结，当世道无常，或者仕途

失意时，他们往往则选择出世，或归隐于日常生活，

或寄情于山水。但这实际上是把玩日常生活的心
态与旨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猛志固常在”，

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② 历代的文人们将日常生活
当作排遣失意的工具，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认同。
“抚摸”关系的提出，离不开诗人对日常生活本
体价值的认识。在《何为日常生活———以昆明为
例》这篇散文中，于坚对日常生活的本体价值作了
如下分析: 首先，于坚认为日常生活是“人生最基本
的生活”，“从这种生活开始，我们才有根基进行关
于存在之意义的种种疑问和假设”，日常生活天然
地存在于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意义的起点，

元初的存在，其重要性不能被诗人们所忽视。第

二，相对于时代的沧桑巨变，“日常生活是旧的”，日

常生活有自身的自在节奏，不是日日新，具有保守

性和惰性，其基本的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以不变应

万变。其三，日常生活“不可能只服从于任何单向

度的意义”，既然日常生活是意义的起点，是元初的

存在，具有自身的节奏，那么，日常生活的意义就是

多元的，而不能定于一尊，不能被单向度的意义所

规训。③ 意识形态、技术权力都不能以单一的价值

取向来规训日常生活的价值，“文革”期间将日常生

活作为罪行的行为，当下现代化进程对日常生活的

侵蚀，都是以一种单向度的意义来对日常生活进行

规训。因此，于坚认为前者是“文革”的巨大悲剧之

一，并对后者保持警惕。认识到日常生活的本体价

值，诗人才能真正从内心认可、亲近和呵护日常生

活，这就为诗人打破思维的藩篱，大力创作日常生

活诗歌，扫除了心理障碍。

“抚摸”日常生活，就是要抚摸当下的、此在的

日常生活，而不是抚摸一个虚构的、彼岸的、未来的

乌托邦。于坚的诗歌重在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诸如高原边地人民的劳作、大山子民向山外探索，

“文革”动乱中小市民、工人、同事、亲人、城市边缘

人的日常等。同时，于坚还将视角转向日常事物当

中，如啤酒瓶盖、空啤酒瓶、油桶、灰鼠、黑马、蚂蚁、

蝴蝶、棕榈、网球等，从日常之物中发现诗意。而日

常事件如铺路、婚宴、游园、雨天来客、开会、看望病

人、朋友聚会等，不管多么无聊琐碎，于坚都认真地

呈现各种细节。于坚的诗歌始终扎根于当下的日

常生活而发声，随着时代的发展，于坚诗歌的关注

点也有所变化。如果说，于坚早期的创作目的是将

日常生活从被忽视的状态中拯救出来，那么，于坚

之后的创作则更加关注现代化给日常生活带来的

阵痛，诸如环境污染、人的异化、日常生活空间的破

坏等。于坚的日常生活诗歌，是“抚摸”日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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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性———诗人升华日常生活的雄心

将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定义为“抚摸”，为诗
人创作日常生活诗歌扫清了心理障碍，改变了日常

生活在创作中的地位。但于坚并不满足，他还要构
建日常生活的“神性”。用带有宗教色彩的词“神
性”来形容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其实并不突兀。林
语堂先生就指出“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
教的任务”，“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
愫”，“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种灵感与活
跃的情愫”。① 于坚自己也说: “诗是宗教。”②既然
诗歌在国人心中具有宗教一般的神圣地位，那么，

写入诗歌的日常生活，不也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吗?

于坚建构日常生活的“神性”的逻辑出发点正在于
此。
“神性”，就是升华③抑或艺术化，而建构日常
生活的“神性”，就是是将日常生活升华或艺术化。

在于坚看来，在泛神信仰普遍存在的中国，神性并

不神秘，就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做任
何事，都不是就事论事，都有一种升华在里面”，在
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将日常生活写入诗歌中，无疑

是诗人升华日常生活最直接的方式了。所以于坚
说:“把一个活着的人写到诗歌里面去，等于你要把
他变成诗教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升
华。”④将日常生活写入诗歌，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升
华，就是建构日常生活的“神性”。于坚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升华日常生活:

其一，对日常生活中普通个人的升华。从朦胧
诗到“第三代”诗，人物形象完成了从“大写的人”向
“小写的人”转变，即抒情主人公从人民代言人的光
辉形象，向世俗、独立有时甚至是猥琐的个体转变。

早在 1982 年，于坚就创作了《罗家生》和《澡盆里的
拿破仑将军》。前者诗人以白描的手法，勾勒了罗

家生平凡的一生，上班途中的日常、工作间隙中帮

同事修表、结婚、工伤导致的死亡成为他一生中的

重大事件，时代的风暴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后

者将叱咤风云的英雄还原为洗澡时怕水烫而向母

亲撒娇的黄毛小孩。这两首诗预示着于坚诗歌人

物的两个维度，一是为日常生活中三教九流立传，

于坚诗中人物形象丰富而立体，历史创伤的受害

者、充满阳刚之美的工人、忍辱负重的父亲、慈祥的

外婆、处于社会边缘却不放弃对日常生活品质追求

的小人物等等，这些人无不充满了生活气息，鲜活

可爱，更因为被写入诗歌而获得艺术生命力。二是

对伟人的祛魅，还原其日常面目，除了上文提到的

《澡盆里的拿破仑将军》，还有《日子》《大池》《伊曼

努尔·康德》《弗兰茨·卡夫卡》《文森特·凡·

高》《影响》《巴黎·在雨果故居》等，其中叱咤风云

的政治家、思想巨人、天才作家、疯狂的画家等，不

再远离日常生活、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充满日常人

情趣味。他们虽然被祛魅，却因写入诗歌而升华。

其二，对日常生活事件与事物的升华。于坚热

衷于对人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琐事的书写，铺

路、装修、客人来访、探访病人、送别朋友、开会、搬

家、停电、吵架、买菜、打呼噜、游园、结婚、生子……

日常琐事因而获得艺术化的提升。而啤酒瓶、啤酒

瓶盖、油桶、蝴蝶、灰鼠、棕榈树等日常之物，也因写

入诗歌而不朽。

其三，对日常生活中私人历史的升华，以私人

化历史来解读既定的历史，无形中消除了历史的厚

重感，个人的历史也获得艺术的升华。相比韩东
《大雁塔》中对既定的宏大历史的无情的解构，于坚

更有建构历史的自觉，如《尚义街六号》中，“在别的

地方 /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 /说是很多年后的

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⑤，表现出诗人对建构历史

的兴趣。于坚的许多诗本身就具有历史性，如《致

父亲》《节日的中国大街》《我的歌》反映了诗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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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从而以升华的意识形态来否定具体的、原初意义的日常生活。参见于坚:《棕皮手记·1996》，《棕皮手记·1997 ～ 1998》，
《于坚集·卷 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8 － 39 页，第 69 页。而本文中的“升华”，则是于坚基于用诗歌来提升日
常生活地位这一层面而言的。二者的出发点不同。这种前后矛盾也反映了于坚诗学随时代变化而作的修正。
于坚:《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于坚、傅元峰对话录之一》，《还乡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 209 －211页。
于坚:《尚义街六号》，《于坚集·卷 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33 页。



代表的新一代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有朋自远方
来》《远方的朋友》《致一位朋友》描述的是于坚、丁
当、韩东等诗人共同组建“他们”群体的一些历史细
节，《成都行》则是功成名就的诗人对 1986 年的“诗
歌起义”的回顾;《作品 49 号》从一个发迹者身上展
现“下海潮”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影响，以及给人们
内心造成的震撼。但这种历史是琐碎的、日常的、

个人化的。拿“文革”来说，“文革”在诗人的记忆中
是不受束缚与监管的自由，是青春期的躁动，“1966

年的中国广场 /我几乎被这虚无的辽阔淹死”①，
“欢呼从此停课 /找出闲置多年的弹弓 /我比我的国
家好玩”②; 当别人都在忙于批斗，诗人却欲望勃发，

甚至当着这批斗场面手淫③，当别人批斗父亲时，诗

人看客一般地希望父亲能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被

枪毙④。诗人以个人的记忆，揭示了那段岁月的荒
诞与人性的脆弱，凸显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助

感。这些私人的日常历史，具有斑斓的色彩和人性
的温度，是对宏大历史叙述的有效补充。

构建日常生活的“神性”，升华日常生活，源于
于坚对诗歌创作的虔诚。他认为写诗是为天地立
心的伟大事业，这种虔诚是于坚日常生活诗歌的重

要特征。很多诗人以日常生活为武器登上历史舞
台，但终究湮没在日常生活写作大潮当中。他们的
诗歌内容琐碎，语言低俗，精神萎靡，让人不忍猝

读。这不仅是对日常生活诗歌的戕害，更是对诗歌
创作本身的亵渎。正是因为这些诗人放弃了对诗
歌创作的严肃态度，他们也无力将日常生活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只能沉溺于日常的碎片中不能自

拔。而于坚的日常诗歌，则努力升华日常生活，引
导读者发现日常生活的诗意。随着市场经济和商
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人们在经济浪潮中逐流扬

波，诗人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但于坚还是在坚守着
对诗歌创作的虔诚，《他是诗人》《面具》《彼何人
斯》这几首诗是诗人面对边缘化处境时的夫子自
道，不管时代如何喧嚣，于坚都守护着诗歌创作的

净土。

三、柔软———诗人对日常口语与日常经验的推崇

在于坚的诗论中，突出了“柔软”与“坚硬”的对
比，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于坚认为日常口语 ( 方

言) 是“柔软”的，普通话是“坚硬”的; 日常经验中
的常识是“柔软”的，知识是“坚硬”的。于坚是要为
日常口语和日常经验入诗提供合法性。

用“柔软”来形容南方的方言，大体上还是恰当
的，用“坚硬”来形容普通话，则过于绝对，这是于坚
为清理汉语意识形态化采用的策略。于坚认为普
通话是意识形态化了的汉语，“普通话虽然以北方
官话为基础，但它推广的只是部分官话，也就是有

利于意识形态的全面统一的官话”⑤。普通话居于
庙堂之上，过多地承载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载

道的工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而柔软的

汉语只能在民间的方言中、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得以保存。甚至，普通话和方言竟然构成了先进 /

落后的阶级对立⑥，这是于坚难以接受的。《峨山三
首》显示普通话在沟通中的强势地位，只会说方言
的人几乎丧失发声的机会⑦。《便条集·212》描述
了全民学普通话的现象，“所有的舌头 /都模仿着电
台的播音员 /用普通话 /朗诵汉语”⑧，普通话是汉语
的一种，用普通话朗诵汉语，突出了普通话对汉语

的窄化，并对方言的处境表示担忧。《便条集·52》

讲普通话的老妇人有一张“狼脸”，用“狼脸”这个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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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巨噗·海洋》，《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 1982—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第 102 页。
于坚:《巨噗·光明乃黑暗之背》，《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 1982—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第 107 页。
于坚:《巨噗·那段时间多么炎热》，《巨噗·性欲》，《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 1982—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

第 103 － 116 页。
于坚:《巨噗》，《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 1982—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第 107 页。
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 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2004 年，第 138 页。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的序言中，谈到“普通话”和上海方言之间阶级差异:普通话是“同志们”的日常语言，上海话

被归为“小市民”的语言。于坚对普通话的偏见与王安忆的自陈得以互证。于坚反抗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具有阶级优越
感的普通话。参见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 页。
于坚:《峨山三首》，《彼何人斯:诗集 2007—2011》，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0 － 55 页。
于坚:《便条集·212》，《于坚集·卷 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18 页。



满感情色彩的意象，表现出诗人的不满。① 在散文
《优势》中，诗人直接跟带着京腔的采访者说他听不
懂普通话，这对普通话的排斥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的

地步了。②

正是基于普通话的意识形态化和对方言的压

制，于坚大力提倡口语写作:“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
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结

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

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

常人生的现实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
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
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

人间化和能指世界的力量。”③这也就为日常口语入
诗提供了合法性。在于坚的诗歌中，不仅出现了大
量的云南方言词汇，如过老年、汽锅、莫要、莫管、补
巴、老伙子、老儿子、老女儿、包谷、佯噶、真孃等，也
不避讳狗蛋、乡巴佬、疯子、杂种、傻 B、泼妇、狗日
的、操蛋的等充满市井气的俚语粗话。即使是大白
话，通过节奏和形式的整合，也能成为一首饶有趣

味的诗歌。如《男子汉不爱那种姑娘》这首诗，其内
容只是男子大白话的择偶观，但诗歌形式套用了民

歌的形式，节奏欢快，读之朗朗上口，读者在会心一

笑之余，能够感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单纯朴素
的择偶观。鲜活而充满生命力的口语，扩大了诗歌
的表现力，成为于坚诗歌的一大特色。当然，口语
入诗还需诗人的提炼与加工，于坚强调诗歌在口语

之外，还需要“生命灌注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④，

并不断修正自己的口语观。⑤ 因此，于坚的口语诗
与后来甚嚣尘上的“口水诗”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知识即权力”，当知识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它必然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制力量。于坚诗论中常
提到诗歌是“在途中的”，是“不知道的”⑥，实际上

就是要消解知识的权力。有些诗人沉溺在西方的

知识当中，却忽视了这些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脱

节。这些西方文化的知识在于坚看来是“坚硬”的，

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粘合度不够。以“玫瑰”为例，

于坚在《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说:“我从未对这个

词感过兴趣，因为它于我的存在无关。在我的日常

生活中几乎不适用玫瑰一词，至少我从我母亲、我

的外祖母的方言里听不到玫瑰一词。……对于我，

它只是一个现成品，一个已完成的象征。”⑦玫瑰与

诗人日常生活脱节，正是于坚拒绝歌唱玫瑰的原

因。实际上，于坚并不排斥写“玫瑰”，1991 年于坚

就写了三首，分别是《被暗示的玫瑰》《正午的玫

瑰》《正午的玫瑰 另一种结局》，1994 年写了《关于

玫瑰》。《被暗示的玫瑰》以从未在人们生活中出现

的玫瑰，却以被暗示存在的方式，“陪伴我们度过快

乐而忧伤的一生”⑧，来讽刺西方文化资源对人们的

日常生活造成的困扰，《关于玫瑰》中以“在一个没

有苍蝇的四月怀念着同样没有出现的玫瑰 /这就是

世界的黑暗”⑨，重复了于坚对玫瑰与诗人日常生活

相脱节的看法。而《正午的玫瑰》《正午的玫瑰 另

一种结局》则由诗人种植玫瑰失败经历写成，这是

于坚让玫瑰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的努力。

也就是说，于坚对西方资源的态度，并不是一味排

斥，而是要努力将西方资源与中国当下的日常生活

相结合，这样，才能软化西方文化知识的“坚硬”。

除了对西方“坚硬”的文化知识表示警惕，于坚

更是对汉语所负载的文化知识深表担忧，语言的命

名能力已经被文化与知识的隐喻所遮蔽。要重新

激发语言的活力，就要对隐喻进行清理，而以“柔

软”的常识与日常经验代之。《对一只乌鸦的命名》

《我梦见一只老虎》可以看作是于坚拒绝隐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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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便条集·52》，《于坚集·卷 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56 页。
于坚:《优势》，《于坚思想随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 年，第 9 － 10 页。
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 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2004 年，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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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强调口语观的时代性和策略性。参见于坚:《在喧嚣沉默中 自由体诗人的成熟》，《还乡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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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于坚思想随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 年，第 274 － 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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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关于玫瑰》，《于坚集·卷 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62 页。



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于坚的其他诗歌中

则能看到常识与经验在其中的恢复。所以，鹰在诗
人的眼里是“普通的鸟 比麻雀大些”①，天鹅是“我
只能说它长得比鸭子更肥一些 如果烤一烤 /加些盐
巴 花椒 味道或许不错”②，海鸥是长着红色透明的
蹼、吃着面包屑的海鸟③，老鹰、天鹅、海鸥的隐喻被
剥离之后，展现了诗人日常经验中的形象，给人以

独特的审美感受。剥离词语身上坚硬的知识隐喻，

而用柔软的日常经验来重新唤起词语的活力，反而

激发了语言的表现力。比如，“春天”这个词语，如
果遵从其固有的文化隐喻，已经很难写新意了，但

在《春天咏叹调》这首诗中，用诗人独特的日常生活
经验，激活动词的表现力，“踢开、翻进、撞到、打泼、

一把抽掉、滴下”这些动词的使用，塑造了春天的顽
童形象。“那些红脸膛的农妇 咧嘴大笑”④，“红脸
膛”具有鲜明的高原特征，用高原农妇的欢笑来表
现出春天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和希望。整首诗通过
对日常经验的激活，细致地表现出春天由弱到强的

动态变化，为我们描绘了别样的高原春天。

四、后退———诗人对现代化的忧虑

于坚非常关注日常生活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

紧张关系，这体现在于坚诗论中对“后退”的强调。
“后退”一词的提出，一开始针对的是线性向前的时
间崇拜。于坚认为古人的时间有两个维度，“一个
指向的是短暂的现在，一个指向永恒的过去和将

来”，而 1966 年以后，只剩下“向未来前进的向
度”。⑤ 时间崇拜的背后，是对现代化的极度渴望，

唐晓渡指出，这种线性向前的时间神话，“归根结底
是近代中国深重的社会 /文化危机的产物”⑥，正是
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以及由此而

引发的文化危机，使得整个社会对现代化抱有极大

的期待。“唯快是好、唯新是好”成为人们的普遍心

理。如《便条集·122》中，乘客们不断地核对时刻

表，生怕错过时间，生怕被时代的列车所抛弃，以至

于忽略了车窗外落日的景致。在这种急功近利心

态下进行的现代化，必然引发阵痛。于坚的“后退”

观就由对时间崇拜的批评，扩展到对过度现代化的

担忧。于坚诗中所表现的现代化阵痛主要有:

一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于坚很早就注意到

这一问题，并以诗歌的形式持续关注之。河边本是

恋人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在《那人站在河岸》中，河

流就如从城市爬出的一条黑烟，里面充满了口痰、

粪便、鼠尸、罐头盒、蚊子、破鞋子等，再也无法给爱

情增添一丁点儿的浪漫。《作品 89 号》，曾经拥有

着深深的苍穹、鹰群、蓝色山岗、红色农场、乌鸦等

的城郊，已被垃圾、废品、烟囱和大工厂所填充。

《便条集·113》则表现了一场生态灾难，“公元 1998

年 /青蛙之国灭亡 /故乡的浅草池塘 /死亡”⑦。又如

《便条集·73》“古代的肺在工业的天空尖叫 /它被

人民日异月新的假牙 /一立方一立方地咬掉”⑧。尖

叫突出了森林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无助，“一立方一

立方”使得森林遭到侵蚀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

二是现代化进程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挤压。都

市是现代化的象征，而老城或者乡村成为了日常生

活的最后避难所。列斐伏尔指出，在都市的扩张过

程中，“我们已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

的生产。”⑨也就是说，非都市化空间在现代都市扩

张的挤压下消失，且转变、生成为新的都市空间。

比如对老城、旧建筑的拆除，是为创造出新的都市

空间。《便条集·106》如此写道:

毁灭一座古老的城市 /毁灭一种传

统 /可以通过火山和地震 /也可以通过原

子弹 /也可以革命 /但最有效的是 /文件瑏瑠

在一纸政令中，整个社会陷入了大拆大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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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关于鹰的诗·第三首》，《于坚集·卷 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78 页。
于坚:《在丹麦遇见天鹅》，《于坚集·卷 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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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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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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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进程中，多少充满市井气息的生活空间被抹

平，多少凝聚着传统工匠心血的传统建筑被现代化

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城中村》展现的是城中村被
拆前分崩离析的一幕，充满日常气息的咸菜坊、裁
缝店、铁匠铺关门，德高望重的老人离世，唱响了城
中村的挽歌，“要么加入”这个进程，进入统一规划
的城市，“要么滚蛋”，离开故土。① 《喍戈布丁》这
首模仿保罗·策兰《死亡赋格》的诗，诗题谐音“拆
个不停”，逼视拆迁过程所造成的伤痛，如“真孃一
掀被窝逃上屋顶变成了火天鹅”，无疑是拆迁悲剧
的一个缩影。“一张张白纸真干净”②是对拆迁的
莫大讽刺。这些日常生活空间如果加以改造，必然
会给人们留下更多情感记忆，但拆迁是将它们完全

推倒，以转变为新城市的空间，给人们留下难以愈

合的心灵创伤。

第三是技术权力对人的规训。随着现代化进
程的深入，技术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整合与规训也达

到了新的高度，甚至带来人的异化。如《便条集·
40》写的是一个闹钟，闹钟的功能是体现人们在特
定的时间做某事，人们的日常也就被她整合，“切削
着我的时间 像切削 /一只装在车床上的铸铁”，“它
最终要把我车成一只 /合格的螺丝”，③用生产线的
“车”这一动词，暗示人被异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
颗螺丝的危险。类似的，《便条集·182》则呈现了
人被时间异化的后果: 在时间的规训下，人的日常

生活被拆解成为一系列的动作，“起床、大便、跑步、

早餐、进门、把门关上、离开办公室、打开电视”④，即
使丢掉了手表，他也自觉以现代化的时间来安排自

己的作息。
《0 档案》深刻地展现了技术与权力的结合对人
的异化。档案的生产与管理都具有一套技术化的
体系。而在中国，档案在某个时期，更是一种特殊
的权力话语，曾经主宰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档案
是技术与权力完美结合的典范。诗中展现了档案
制度化的生产过程，即技术权力如何将日常生活中

鲜活的个体编码为一系列的符号:

进去 点头 嘴开 嘴闭 面部动 手动 脚

动 头部动 眼球和眼皮动 站着坐着面部不

动 走四步 走 10 米 递 接过来 打开 拿着
浏览 拍 推 拉 领取 /点数 蹲下 出来 关上
喝 嚼 吐 量 刷 抄 弯着 ⑤

主人公工作的日常被简化为一个个分解式的

程式化动作，这是档案生产对个体的长期规训的结

果，“规训控制不仅仅在于教授或强加一系列的特
殊姿势，它还造成了姿势与全身位置的最佳关系，

而这正是效率与速度的条件”⑥。在福柯的语境中，

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对每个动作的控制，使得身体

与动作相协调，来提高生产的速度和效率。而在本
诗中，对动作的规训则极大地满足了档案编码的要

求，档案生产将主人公工作日常编码为档案话语

时，遇不到任何抵抗，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编码的效

率。个体如机械一般地运作着，早已丧失了主体
性，成为一具具符号空壳。《0 档案》为我们展示了
技术权力给人们造成的荒原般的境地。

要减少乃至消解现代化的阵痛，要将人们从被

技术权力异化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必须对现代化进

行反思。“后退”就意味着思维方式不再只是直线
向前，而是适度向后。“后退”是对古老智慧的继承
和发扬，于坚常提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等古老而朴素的智慧，也就是说，现代化

的推进应该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这样才能实现现代

化与大自然的和谐，从而减少现代化所带来的阵

痛，提升现代化的品质。“后退”是对日常生活的回
归，日常生活是旧的，是缓慢的，但于坚在日常生活

中看到了时间的溃败。如《梅花》这首诗中，木匠雕
刻在木门上的梅花，历经一百多年，却依然栩栩如

生，“令春天不朽”⑦。“后退”，是为人们保留说
“不”的权力，当人们的身心从现代化进程中解脱出
来，获得的是恢复选择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打开一

本诗集，欣赏一处风景，凝视一件艺术品，甚至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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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都能使人摆脱异化的危险。“后退”，不
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拒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

是以退为进，是为人们保留诗意栖居之地的努力。

五、结语

于坚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他始终站在日常生活

的坚实大地上，与日常生活被忽视被规训的现状进

行斗争。于坚也是诗教传统的传承人，日常生活的

守候者，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他坚守在日常生活的

城门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于坚如巫师一般，在
诗论中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己的诗歌理想以及对

现实的关切。要理解于坚，就要从整体上把握于坚
的诗论，分析其诗论建构的内在逻辑。笔者所讨论
的四个关键词，较为清晰地体现了于坚日常生活诗

学建构的脉络，建构了于坚日常生活诗学的整体

性，传达出诗人强烈的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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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Key Words in Yu Jian’s Construction of Daily Life Po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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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 Jian’s poetics is the cornerstone of his daily life poetics． In his poetic theory，four key words—
touch，divinity，softness and retreat—are worthy of attention． Touching 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t
and daily life，and removes the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in the poet’s writing of daily life poems． Divinity embodies
the poet’s efforts to sublimate daily life and his /her devotion to poetic creation． Softness initiates the process of
cleaning up the ide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power attached to language and provides legitimacy for the entry of daily
oral language and empirical common sense into poetry． Ｒetreating conveys the poet’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daily life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lthough these four words can not cover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Yu Jian’s poetics，they clearly show the context of his daily life poetic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Yu Jian; daily life poetics; touch; divinity; softness; 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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